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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卒中照顾者益处发现的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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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脑卒中是一种常见的脑血管疾病，随卒中人数的增加对护理的需求也在不断扩大。家庭照顾者多承

担主要的护理角色，长期繁重的照护任务会使照顾者身心疲劳，出现焦虑、抑郁等心理问题，同时也对患者

的康复和生活质量造成负面影响。照顾者益处发现是照顾者在照顾过程中产生的一系列积极改变，有利

于减少照顾者负面情绪和促进患者康复。本文对脑卒中照顾者的益处发现进行综述，旨在为提高脑卒中

照顾者照护质量和心理健康水平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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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troke is a common cerebrovascular disease. With the increasing number of stroke patients, the

demand for nursing care is continuously expanding. Family caregivers often assume the primary nursing role,

and long-term heavy nursing tasks can lead to physical and mental exhaustion, anxiety, depression and other

psychological issues, as well as negatively affecting patients' recovery and quality of life. Benefit finding for

caregivers is a series of positive changes that occur during the caregiving process, which can help reduce the

negative emotions of caregivers and promote patients' recovery. This article reviews the benefit finding for

stroke caregivers, aiming to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care and mental health of stroke

caregiv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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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卒中作为一种常见的脑血管疾病，因其高发

病率、高致死率和高致残率等特点已成为全球第二

大死亡原因和我国成人死亡和残疾的首位病因[1,2]。

根据全球疾病负担（global burden of disease，GBD）

的数据，我国 2019年新发脑卒中患者 394万，共有

脑卒中患者 2 876 万 [3]，随脑卒中幸存者人数的增

加，对护理的需求也会扩大。受我国传统观念影响

和经济制约，脑卒中护理者的角色多由家庭照顾者

担任，长期繁重的照护任务会导致照顾者身心疲

劳，出现焦虑、抑郁等心理问题[4]，同时也影响患者

的疾病康复和生活质量。然而有研究表明，照顾者

在照护过程中有疾病知识提高、情绪调节能力增强

和热爱生活等一系列积极改变 [5]，即益处发现

（benefit finding，BF）。BF 水平高的照顾者有积极

的认知状态，能更从容地应对疾病，减少负面情绪

的发生[6]，因此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BF对脑卒

中照顾者的积极影响。本研究对脑卒中患者照顾

者的BF进行综述，以期为提高脑卒中照顾者照护

质量和心理健康水平提供参考。

1 BF的概念

BF，又被称为意义发现等。BF最早作为积极

心理学的研究领域，目前国内外对其概念尚未达成

一致，但主要包括以下两种观点。第一种认为BF

是一种选择性评价。Taylor等[7,8]认为BF通过关注

不幸事件的有利方面，如与弱势群体比较或设想更

糟糕的情境以维护自尊，使个体最大程度地减少伤

害。第二种将BF看作是意义构建的一种方式，它

与从消极事件中寻找原因的合理性解释不同，BF

是将逆境赋予价值或积极意义的关键手段，能让人

们洞察生命的意义和人际关系的重要性，从创伤中

得以成长[9,10]。

我国学者梅永霞 [11]引进其概念，将照顾者 BF

定义为照顾者在为亲人提供照顾过程中感知的收

获及益处，最终认同照顾者角色并身心健康地成长

和发展。综上所述，各学者都指出BF是从逆境中

获取益处的认知适应过程，有助于促进个体成长和

身心健康。

2 BF的理论框架

2.1 认 知 适 应 理 论（Cognitive Adaption Theory，

CAT）

Taylor[12]在 1983 年的研究中采访了 78 例乳腺

癌患者及其家人，并提出了威胁事件的认知适应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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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该理论为理解BF这一概念奠定了基础。认知适应理论表明

个体会对经历的悲剧或挫折做出认知适应，这有助于促进心理

功能的恢复，这种适应和调整过程包括三个主题：在经历中寻找

意义、重获对不幸事件的控制感、努力提升自我和恢复自尊。其

中在消极经历中寻找意义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因果分析，即探究

事件发生的原因；另一种是评估事件的积极影响，包括培养乐观

的态度和转变自我认知等。

2.2 假设世界理论（Assumptive Worlds Theory）

社会心理学家 Janoff-Bulman[13]认为人们的假设世界主要有

三种类别：感受到世界的仁慈；世界是公平、可控、有意义的；自

我价值感。这些假设通常不会受到质疑和挑战，但当疾病、创伤

等消极事件发生时可能会打破这些基本假设，并使个人感到威

胁产生无意义感，出现焦虑、恐惧等心理状态。为应对创伤事

件，幸存者会努力重建个体的假设世界，一方面通过因果归因理

解事件的选择性发生，另一方面是从积极的角度重新解释他们

的消极经历，并从中发现益处[14]。

3 脑卒中照顾者BF的评估工具

3.1 益处发现量表（Benefit Finding Scale，BFS）

该量表最早是Antoni等[15]于 2001年针对早期乳腺癌患者

编制的，可用于评估患者从疾病诊断和治疗中获得的潜在益

处。它是单维度量表，内容包括接受生活的不完美，更加认识到

他人的重要性，以及培养人生的目标感三个方面，共有 17个条

目，采用Likert 5级评分，按照一点也不、少许、中等、相当多、非

常多依次计 1～5 分，总分 17～85 分，得分越高，BF 水平越高。

量表有较高的内部一致性，Cronbach's α为0.95。Weaver等[16]于

2008年将量表修订为多维度，包括接受度、家庭关系、个人成

长、世界观、社会关系和健康行为 6 个维度共 22 个条目，采用

5级评分法（1=完全没有，5=非常多），总分22～110分。刘谆谆

等[17]将Weaver等修订版BFS汉化引入并应用于癌症患者，显示

量表信效度良好。学者边静[18]等对中文版BFS中易引起歧义和

语言表述不准确的条目进一步修订，形成5个维度共22个条目

的中文版 BFS 修订版，其 Cronbach's α是 0.933，重测信度是

0.884。BFS结构清晰，使用简便，可有效评估癌症患者及照顾

者的BF水平，但仅有少数研究[19-21]将BFS用于脑卒中患者及照

顾者，因此该量表对脑卒中患者及照顾者的适用性有待进一步

分析。

3.2 照顾者获益感问卷

我国学者梅永霞[11]于 2018年通过质性访谈构建照顾者获

益感框架，并编制了照顾者获益感问卷，该问卷包括个人成

长、健康促进、家庭成长和自我升华 4个维度，共 26个条目，采

用 5分制评分，从“很不同意”到“很同意”分别赋 1～5分，总分

26～130分，分数越高表明照顾者的BF越多，其问卷总体内部

一致性为 0.845，重测信度为 0.944。照顾者获益感问卷是结合

我国文化背景针对脑卒中照顾者编制的特异性问卷，覆盖内

容全面，易于理解，可较准确地评估我国脑卒中照顾者的 BF

水平。

4 脑卒中照顾者BF的现状

随着脑卒中患病率和疾病负担的增长[2]，家庭照顾者承担

的角色日益重要，因此有必要对照顾者BF进行研究以改善照顾

者的心理健康水平和患者的疾病结局。岳洁等[20]通过修订版

BFS调查发现，脑卒中照顾者BF总分为（61.97±13.97）分，为中

等偏下水平，与其它慢性病照顾者BF水平相比偏低[22]。彭会珍

等[23]使用照顾者获益感问卷对150例住院脑卒中照顾者进行测

量，结果表明其BF总分为（113.59±11.09）分，处于中等水平，高

于梅永霞[11]对社区脑卒中照顾者的研究。这提示脑卒中照顾者

的BF水平有待提高，临床和社区医务工作者应重视与脑卒中家

庭照顾者的沟通，尽可能给予照顾者情感支持和多元化的信息

服务，如电话咨询、网络平台等，引导其积极适应照顾者角色的

转变。

5 脑卒中照顾者BF的影响因素

5.1 照顾者方面

5.1.1 人口学因素 ①文化程度。崔娜娜[24]对260例脑卒中患

者的照护者调查后发现文化程度越高的照护者感知到的益处越

多，其原因可能是照护者学历越高越能辩证的看待问题，从而看

到不利事件的积极影响。而也有研究[10]表明学历为中专或高中

的照顾者获益感最低，因此不同文化程度对BF的影响还有待进

一步验证。②经济水平。研究表明家庭收入与照顾者BF成正

比[24]。但梅永霞[11]研究发现月收入超过 3000元/人的照顾者获

益感最多，其次为小于1 000元/人的，即家庭人均月收入与照顾

者BF呈“Ｕ”形关系，这可能是对家庭收入划分差别过小有关。

5.1.2 照顾相关因素 ①照顾时长。研究结果[24,25]显示每日照

顾患者的时间越长，照顾者感受的益处越多。一方面是因为长

期照护增强了与患者的亲密感，照顾者会感到被需要和有价值；

另一方面随照顾时间的延长，照顾者发展出更多的应对策略和

技能[26]，获益感会增强。②照顾能力。岳洁等[20]对352例脑卒中

照顾者调查显示照顾能力越高的照顾者，BF水平越高。分析原

因，当照顾者运用所学知识和技能护理患者，患者生活质量提

高时，照顾者自我价值得以实现，能更好地在照顾过程中寻找

益处[5]。③照顾负担。研究表明照护者照顾负担越大，BF水平

越低[24]。这可能与照顾负担的增加消耗照顾者大量的时间和精

力，使其无法关注自我需求和照顾压力增加有关。

5.1.3 社会心理因素

5.1.3.1 自我效能 Mei等[25]研究发现自我效能是脑卒中照顾

者益处发现的独立影响因素，自我效能高的照顾者有足够的信

心应对照顾工作的挑战，同时善于利用各种资源学习和反思自

己的照顾技能，在照顾中体验更多的成就感和自我价值感[27]，从

而提升益处发现水平，这与谭琳等 [19]和崔娜娜 [24]研究结果一

致。这提示医护工作者可及时评估照顾者的心理状态，并增加

疾病知识和照护技能的培训，提高其照护信心。

5.1.3.2 疾病不确定感 疾病不确定感是指个体无法确定与

疾病相关事件的意义，即缺乏对疾病分类、管理和结局等的认

知 [28]。研究[20,29]表明照护者的疾病不确定感与BF为负相关，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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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不确定感越低，BF的能力越高。分析原因，可能是当照顾

者对脑卒中患者的治疗、疾病进展和预后等不明确时，容易产生

心理困扰和消极情绪，从而难以在照护中体验到益处。

5.1.3.3 社会支持 宋鑫鑫[30]对 266例首发中青年脑卒中照顾

者的研究表明，照顾者的社会支持与BF成正比。Brand等[31]研

究也指出照顾者社会支持度高的照顾者可从护理角色中获得更

多的益处，并且照护者感知的社会支持与实际的社会支持相比，

前者对BF水平的影响更大。其原因可能是，感知社会支持较高

的照顾者体验到外界更高的关怀，更能以积极的心态应对负面

情绪，提高BF水平[32]，因此在临床工作中要重视与照顾者的沟

通，并鼓励其扩大社会支持系统，积极与其它照护者交流经验。

5.2 患者方面

研究表明[11,24,30]，患者的自理能力和康复情况是脑卒中照顾

者BF的影响因素。崔娜娜[24]和宋鑫鑫[30]研究表明患者的自理

程度越高，照顾者的BF水平越高。分析原因,当患者能更多地

独立从事活动时，有利于患者的心理健康，同时照顾者不必承担

过多的工作，能减轻其身体和心理负担，使照顾者更易感知到益

处。梅永霞[11]研究表明患者未处于康复期间时，照顾者的BF水

平较高。其原因可能是未参与康复的患者需要较少的照顾，照

顾者投入的时间和精力少，同时照顾任务较为稳定，照顾者的心

理压力小。

5.3 家庭功能

良好的家庭功能可以使家庭成员之间保持凝聚力、履行家

庭职责、处理家庭问题和彼此有效沟通[33]。研究表明家庭功能

越好，脑卒中照顾者的BF水平越高[11]。乔彩虹等[34]对52例首发

脑卒中照顾者的研究显示家庭功能的改善能激发照顾者的内在

驱动力，有利于提高照顾者应对问题的能力，减轻照顾负担。这

提示医务工作者应重视照顾者的家庭功能状况，引导其积极改

善家庭环境，增进家庭成员的联系。

6 脑卒中照顾者BF的干预策略

6.1 认知行为疗法

认知行为疗法是以“问题为中心”的干预方法，通过改变患

者不良的认知、自我陈述和信念，以达到消除不良情绪并增加适

应性行为的目的[35]。Wilz等[36]对卒中患者的配偶进行了以团体

形式开展的认知行为干预课程，有效提高了脑卒中患者配偶的

心理健康水平和生活质量，并且此影响在干预后 6 个月仍存

在。赵雅娜等[37]应用随机数字表法将 82例照顾者分为对照组

和观察组，对照组为常规护理干预，观察组实施基于信息-动机-

行为技巧（information⁃motivation⁃ behavioral skills，IMB）模型的

认知行为干预，其中 IMB模型认为患者发生行为改变的因素有

信息、动机和行为技巧三方面[38]。干预内容包括动机性访谈、疾

病知识和行为技能培训，结果表明干预后观察组与对照组相比，

照顾者的照顾负担降低，照顾能力和BF水平得到提高。

6.2 叙事疗法

叙事疗法通过鼓励患者用语言和叙事分享故事，使其能将

个人的问题外化到社会、文化或政治环境中，重构积极故事并诱

导发生治疗性改变[39]。张玉环等[40]使用解构问题、外化对话、探

寻例外事件和改写对话等技巧对 35例脑卒中主要照顾者实施

叙事疗法，干预时间为4周，每周2次，每次30～45 min。研究表

明，叙事疗法可有效降低照顾者焦虑抑郁情绪，提高照顾者的获

益感。但干预对BF的健康促进和家庭成长维度作用不显著。

分析原因，可能是当个体罹患卒中后，其照顾者也会加强健康意

识，同时更关注患者需求，增强家庭联系，因此健康促进和家庭

成长维度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国内外采用叙事疗法对脑卒中照

顾者的研究仍较少，未来可增大样本量探究叙事疗法对脑卒中

照顾者BF的影响。

6.3 照护过渡干预模式（Care Transitions Intervention，CTI)

照护过渡干预模式通过为患者及照顾者提供工具和支持，

以消除过渡期间对医疗质量和患者安全的潜在威胁，降低再入

院率[41]。Wu等[42]将90例急性脑梗死患者照顾者随机分为两组，

对照组为常规健康教育，干预组给予CTI，具体方案为在出院前

3 d对照顾者进行需求评估、认知评价指导、自我压力与健康管

理、角色转变和应对策略指导，每天1次，每次45～60 min，同时

出院后每周安排电话随访，出院后4周进行家访，结果显示干预

后照顾者的BF和生活质量水平均有提高。该模式属于延续性

护理的一种，适用于脑卒中患者从医院到社区或家庭的过渡时

期，但目前我国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和医院的衔接机制还不完善，

未来可加强社区医疗机构和医院的联系，同时安排专科护士进

行过渡期的护理。

6.4 自我表露干预

通过自我表露个体可以直接表达自己的想法和感受，并向

他人解释自己[43]。王露茗等[44]对36例中青年脑卒中患者照顾者

实施了为期4周共8次的积极自我表露干预，干预内容包括语言

表露和书写表露，通过鼓励照顾者讲述内心的积极感受和照护

经验，并记录感恩日记和“3件好事”，引导照顾者正确看待照顾

行为，增强照护信心。干预结果表明积极自我表露干预可降低

脑卒中照顾者的照顾负担，提高其生活质量和益处发现水平。

但当照顾者回归家庭和社区后，由于缺乏表露环境和专业人员

指导，难以坚持完成，因而在干预后3个月照顾者的益处发现水

平较前下降。因此未来可实施以家庭为中心的自我表露干预，

同时医务人员可通过线上平台进行定期跟进和指导，也可建立

社区支持网络，通过提供同伴交流平台，让照顾者互相分享经

验，提高干预的有效性和持久性。

7 小结

BF的提升使照顾者有积极的情绪体验，有助于提高其应对

技能和照护质量，对促进患者康复也有重要意义。目前脑卒中

照顾者BF水平仍有较大提升空间，因照顾者BF水平受人口学

因素、社会心理因素、患者因素等多方面的影响，而目前缺乏照

顾者与患者二元干预方案，同时研究样本量较小，未来可在多学

科团队协作下进一步探索提高益处发现的干预措施，并在不同

地区和年龄段人群中验证干预效果。且目前多为横断面研究，

因BF水平是随时间变化的动态过程，今后可开展纵向研究，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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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脑卒中照顾者BF的变化趋势并深入探究其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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